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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对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
———以 2015—2020年省级数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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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江西 九江 332020; 2．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该文以 2015—2020年省级数据为例，分析了中国空气质量指数( AQI) 和 6 种大气污染物( PM2． 5、
PM10、SO2、CO、NO2 和 O3 ) 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阐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 1) 中国大气污染在 2015—2020年间呈下降趋势，东北和华中地区下降最大，华南和西北地区
下降最小; 尽管大气污染程度在下降，但可吸入颗粒物污染( PM2． 5 和 PM10 ) 仍面临较大的防治压力，而且

污染物 O3 浓度程度也在加重． 2)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解释了 AQI 方差变化的 23． 3%，其中产业结构的
解释略多．与 AQI相比，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空气污染物 NO2 和 O3 方差变化的解释率较高，而对

PM2． 5、PM10、SO2 和 CO 的解释率较低． 3) 中国部分发达地区的空气污染已经与经济发展脱钩，当人均
GDP 为 115×103 元时曲线出现转折．当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值) 为 0． 6时曲线出现转折，低
于此值则大气污染程度明显好转． 4) 用第三产业取代第二产业是使中国空气污染与经济发展脱钩的有效
方法．然而，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以上结论有助于阐明中国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调整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机理，为中国大气污染的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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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能源消

耗不断增加，面临了大气污染的严峻考验． 在 2013
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后，大气污染得到
了有效控制［1］，其中 PM2． 5、PM10、SO2 和 CO 污染物
浓度均有所下降． 但中国的空气质量依然不容乐
观，大气颗粒物问题尚未完全解决［2］，NO2 和 O3 浓

度也有所上升［1，3］． 解决经济发展与污染改善之间
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

污染间呈倒 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早期由规模效

应而导致环境恶化，后期由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而

使环境状况逐步改善［5］．中国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发
展与大气环境变化之间已呈现出越过库兹涅兹曲

线顶点的特征，人均 GDP 较高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城
市空气质量起改善作用，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

部地区，多数城市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程度仍呈同

步增长的趋势［6］．
与经济发展类似，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也

存在着“倒 U型”关系，即随着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
主导向第二、第三产主导转变，环境污染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7］．第二产业是中国大气污染的主
导因素［8-11］．第三产业对大气污染的影响较复杂，由
于第三产业大多数是污染排放较少的服务业，一般



认为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会降低大气污染［12］; 但李

鹏［13］研究认为第三产业占比与环境污染排放量之

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只有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越过曲线拐点后才能有效降低大气污染．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的空气污染受到经济发展

和产业结构的共同影响，但有些问题还没有得到阐

明: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空气污染的空
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空气污染物( PM2． 5、
PM10、SO2、CO、NO2 和 O3 ) 也有不同的污染来源．目
前还不清楚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空气污

染物有多大影响，以及它们对 6 种空气污染物的影
响有什么不同． 2) 空气污染与经济发展脱钩过程的
转折点是什么? 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起什

么作用? 本文利用 2015—2020年各省市数据，分析
了中国空气质量指数( AQI) 和大气污染物( PM2． 5、
PM10、SO2、CO、NO2 和 O3 ) 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量

化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并阐

明了其影响的转折点．

1 材料与方法

大气污染数据 ( AQI 数值，PM2． 5、PM10、SO2、

CO、NO2 和 O3 浓度) 来自空气质量在线检测平台

( https: / /www． aqistudy． cn / ) 公布的全国 2015—
2020年的日监测数据，并按省级行政单位汇总( 不
包括港、澳、台地区) ． 各省每年经济发展 ( 人均
GDP) 与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占总 GDP 的比值)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省级数
据按全国 7大地区进一步统计，华北地区: 北京市、
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 东北地区: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华东地区: 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 华中
地区: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 华南地区: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西南地区: 重庆市、四川
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西北地区: 陕西
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全国及各地区经济

发展、产业结构与大气污染的关系，显著性水平设
为 α= 0． 05． 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分析经济发展和产
业结构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随机森林算法是一种由
决策树组成的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它准确、高
效、发展相对迅速，可用于分类和回归［14］． 本文将
AQI和空气污染( PM2． 5、PM10、SO2、CO、NO2 和 O3

浓度) 设定为因变量，将经济发展( 以人均 GDP 表
示) 和产业结构( 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值表

示) 设定为自变量． 利用在随机森林模型中解释方
差( Ｒ2 ) 来分析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空气污染的

影响，用偏依赖关系图分析空气污染随经济发展或

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 随机森林模型采用 Ｒ 语言
( v 4． 1． 0) 的 randomForest软件包建立．

2 结果

2． 1 中国大气污染的时空变化

2015—2020 年，中国空气质量指数 AQI 从
81. 71下降至 67． 07，年平均下降幅度为 3． 58% ( 见
图 1) ．在 6种污染物中，SO2 浓度下降幅度最大，年

平均下降幅度为 11． 95%; PM2． 5、PM10 和 CO浓度年
平均下降幅度较为接近，分别为 6． 98%、6． 75%和
6． 67%; NO2 浓度年平均下降幅度小于 AQI，为
3. 41%． O3 为唯一浓度上升的污染物，年平均上升幅度

为 1． 23%．
在季节变化上，中国大气污染呈现“冬高夏低”

的特征． AQI月最大均值出现在 1 月( 97． 23) ，最小
均值出现在 8 月( 63． 09) ; PM2． 5 和 PM10 浓度的月

最大均值和月最小均值也分别出现在 1 月和 8 月;
SO2 和 CO浓度的月最大均值和月最小均值分别出
现在 1 月和 7 月; NO2 浓度的月最大均值和月最小

均值分别出现在 12月和 7月． O3 浓度则呈现“夏高
冬低”的特征，月最大均值和月最小均值分别出现
在 6月和 12月．
在空间分布上( 见图 2) ，中国空气 AQI 高值区

主要集中在以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北
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的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以
及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东北地区的辽

宁省． 6种空气污染物的空间分布与 AQI 相近．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 PM2． 5、PM10 和

CO，SO2 和 O3 浓度则较低． 北方大气污染较重，特
别是 SO2 浓度，除北京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北

方各省份 SO2 浓度都较高．南方大气污染相对较轻，
但 CO浓度在南方的江西省、湖南省、重庆市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也较高．
在各地区的年变化中( 见图 3) ，AQI 在东北和

华中地区年平均下降最大( －4． 51%和－4． 46%) ，在
西南、华北和华东下降幅度相近( －3． 95%、－3． 80%
和－3． 24%) ，在华南和西北的下降最小( －2． 83%和
－2． 71%) ． PM2． 5 和 PM10 浓度变化接近，在西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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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年平均下降最大，在西北地区最小; SO2 浓度在华

中和华北地区年平均下降最大，在华南地区最小;

CO浓度在华北地区年平均下降幅度最大，在东北
和华南地区年平均下降幅度最小; NO2 浓度在东北

和华中地区年平均下降幅度最大，在西北地区最

小; O3 浓度仅在东北地区呈微弱下降，在其他地区

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华北、华东地区的上升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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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20 年中国空气 AQI与 6 种污染物浓度

2． 2 中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

2015—202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均 GDP

由 2015年的 49 922元增长至 2020年的 72 447元，

增长了 45%．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值呈下降趋

势，分别由 2015年的 8． 4%和 40． 8%下降至 2020年

的 7． 7%和 37． 8%; 第三产业比值呈上升趋势，由

2015年的 50． 8%上升至 2020 年的 54． 5%． 在地区

分布上( 见图 4) ，华东、华北和华南地区的人均 GDP

较高，东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第一产业比例较高，

华中、华东和西北地区的第二产业比例较高，华北、

华南和华东地区的第三产业比例较高． 各地区内的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也具有较大差异，华东地区的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福建省，华北地区的北京

市和天津市，以及华南地区的广东省具有较高的人

均 GDP，且 2015—2020 年的增长速率也较大; 上海
市、北京市和天津市具有较低的第一产业比例和较
高的第三产业比例，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
省也具有较低的第一产业比例，但第二产业比例和

第三产业比例相对均衡．

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值表示产业结构

( 见图 5) ，中国各省的比值由 2015 年的 0． 96 下降
到 2020年的 0． 70，第三产业的相对增长趋势明显．

在地区分布上，华南地区和华北地区具有较低的第

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值，华中地区和华东地区具

有较高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值． 在省级分布
上，北京市、上海市和海南省具有明显偏低的第二
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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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 2023) 276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 2 2015—2020 年中国空气 AQI与 6种污染物浓度年平均值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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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图中百分数为各指标的年平均变化幅度．
图 3 2015—2020年中国各地区空气 AQI与 6种污染物浓度

2． 3 中国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相关性

2015—2020年中国各省空气质量指数 AQI 与
PM2． 5、PM10 的相关性最高( 见图 6) ，其次为 NO2、
CO、O3，与 SO2 的相关性最低; 各污染物浓度之间均

呈显著正相关性．中国人均 GDP 与第三产业比值呈
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值呈显

著负相关关系． AQI 与人均 GDP 和第二产业比值呈
显著正相关，与第一产业比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与第三产业比值的相关性不显著．
中国人均 GDP 与 AQI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空

气污染物 NO2 和 O3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 SO2 和

CO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 PM2． 5 和 PM10 相关性不

显著．第二产业比值与 AQI、6 种空气污染物浓度都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一产业比值与 AQI、6 种空气
污染物浓度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与 SO2 负相关关

系不显著) ; 第三产业比值与 AQI 相关性不显著，与
空气污染物 PM10、SO2 和 CO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
NO2、O3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 PM2． 5 相关性不

显著．

2． 4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大气污染物浓度的
影响

在全国范围内，人均 GDP 和产业结构解释了
AQI 方差变化的 23. 3%，对空气污染物 NO2

( 33. 2%) 和 O3( 25． 8%) 的方差解释量高于 AQI，对
PM2． 5( 20. 5%) 、PM10 ( 14． 8%) 、SO2 ( 14． 4%) 和 CO
( 12. 6%) 方差解释量低于 AQI ( 见图 7 ) ． 与人均
GDP 相比，产业结构对 AQI、PM2． 5、PM10、SO2 和 CO
的方差解释量偏大，而对 NO2 和 O3 的方差解释偏小．
偏依赖关系图( 见图 8) 显示: 当人均 GDP 低于

40×103 元时，AQI 较低; 当人均 GDP 在 40 × 103 ～
80×103 元之间时，AQI 数值波动; 当人均 GDP 从
80×103 元增加到 115×103 元时，AQI 数值明显上升
( 从 70升至 85) ; 当人均 GDP 超过 115×103 元时，

AQI下降．当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比)
高于 0． 6时，AQI出现波动; 当产业结构值从 0． 6 降
至 0． 4时，AQI快速下降( 从 70 降至 51) ; 当产业结
构低于 0． 3时，AQI再次上升( 从 51 升至 65) ．人均
GDP 和产业结构对 PM2． 5、PM10、CO 和 NO2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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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AQI相似，当人均 GDP 为 115×103 元、产业结构
值为 0． 6时曲线出现转折．当人均 GDP 增加到 80×
103 元或产业结构值下降到 0． 4 时，SO2 浓度下降，

然后保持低水平的稳定值． O3 浓度在人均 GDP 增

加到 130×103 元时增加，然后保持较高的稳定值;

在产业结构值下降到 0． 85 时增加，在产业结构值
从 0. 85 下降到 0． 40 时减少，然后保持较低的稳
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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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2020年中国各省人均 GDP与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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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2020年中国各省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值 图 6 2015—2020年中国各省大气污染与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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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在随机森林模型中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空气
污染物的方差解释量

3 讨论

3． 1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中国 AQI的影响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15］认为经济发展与环
境污染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本文研究发现: 当人
均 GDP 为 115×103 元时曲线有一个重要转折点( 见
图 8) ，在人均 GDP 超过 115×103 元的发达地区中，
空气污染已经与经济发展脱钩． 然而，由于只有少
数省份的人均 GDP 超过了 115×103 元( 见图 4) ，所
以中国大多数地方还没有达到通过经济发展降低
大气污染的转折点，这一结论与 Liu Kui 等［16］对中
国 2000—2015年的省级数据的研究结论以及 Wang
Yazhu等［17］对长江经济带 2004—2018 年地级市数
据的研究结论一致．
当产业结构值为 0． 6 时产业结构曲线出现转

折，在产业结构值低于 0． 6 时，AQI 开始迅速下降．
在全国范围内，第二产业的比例与 AQI 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而第三产业的比例与 AQI 无显著相关性
( 见图 6 ) ． Tao Chenlu 等［18］ 和余典范等［19］ 以
COVID-19大流行为准实验，分别研究了北京市和全
国的产业结构对空气污染的影响，都发现第二产业
的减少比第三产业的减少更能改善空气质量． 随着
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可以有效减
少空气污染，这是目前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一个重
要原因． 由于大多数省份的产业结构值没有低于
0. 6，所以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继续降低未来的空
气污染．但当产业结构值低于 0. 3时，空气质量指数
出现了反弹( 见图 8) ． 北京市是唯一产业结构值低
于 0． 3 的省市( 见图 5) ，位于空气污染较重的华北
地区，这导致在模型中产业结构最低时，预测的北
京市的 AQI在上升．

本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对中国 AQI 的影响比
人均 GDP 更大，但差异并不明显，这说明 2 者都是
影响空气污染的关键因素．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
空气污染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
实［20-21］．然而，本文人均 GDP 和产业结构只解释了
中国 AQI方差变化的 23． 3% ( 见图 7) ，这表明了其
他未研究因素有着重要影响，如温度、降水、风速、
空气湿度等自然因素［22］，以及城镇化、能源效率、交
通压力、城市绿化等社会经济因素［23］． 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都通过能源消耗和能源效率来影响空气
污染．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是过去中国空气污染
严重的主要原因［4］． Liu Chao 等［24］认为产业技术升
级对改善空气质量是有效和可行的，而经济结构调
整的改善效果更为复杂． Wang Shijin 等［25］指出，优
化能源消费结构和提高能源强度是防止中国空气
污染的根本途径． Xia Huihui等［26］也发现，能源排放
强度和技术进步是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主要动力． 为
使中国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脱钩，用低能耗的第三
产业取代高能耗的第二产业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但
是，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会导致大气污染，

只是污染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仅靠产业结构调整很
难从根本上使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脱钩，而能源结
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3． 2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 6 种空气污染物的
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空气污

染物 NO2 和 O3 方差变化的解释率高于 AQI，而对
PM2． 5、PM10、SO2 和 CO 的解释率低于 AQI． 2015—
2020年，中国的空气污染呈现出改善的趋势，污染
物 SO2 浓度下降最多，其次是 PM2． 5、PM10、CO 和
NO2，污染物 O3 的浓度呈增加趋势． 但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对减少最少的污染物 NO2 和唯一增加的
O3 有更高的解释; 此外，经济发展对 NO2 浓度和 O3

浓度的影响大于产业结构( 见图 7) ．
NO2 污染主要来自工业火电和机动车排放

［27］．
O3 是一种二次污染物，一般在大气中通过氮氧化物
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 的光化学反应途径形
成［28］．在 6种空气污染物中，NO2 和 O3 与经济发展
和第三产业正相关性最高( 见图 6) ; 在人均 GDP 超
过 115×103 元时，AQI已呈明显下降趋势，但 NO2 和
O3 下降趋势不明显( 见图 8) ．以上分析表明 NO2 和
O3 是较难与经济发展脱钩的空气污染物． 尤其是
O3 污染，在大气光化学反应中 VOCs 的复杂性增加
了污染控制的难度． 2013—2017 年，全国人为源氮
氧化物排放减少了 21%，而 VOCs 增加了 2%［4］． 此
外，PM2． 5 浓度的下降降低了其对 O3 生成化学的抑

制作用，也可能导致 O3 污染的增加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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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在随机森林模型中预测 AQI和空气污染物的偏依赖关系图
PM2． 5 和 PM10 的时空分布与 AQI相似( 见图 2) ，

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影响也相似( 见图 7和图 8) ．
PM2． 5 和 PM10 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3—
2017年) 重点治理的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包括降低
能源结构对煤炭的依赖、规范汽车排放、鼓励可再生
能源利用和更新排放标准的执行等．这些措施大大降
低了细颗粒物的浓度，而且这种降低具有持续性［30］．
在 6种空气污染中，SO2 浓度下降幅度最大，但经济
发展和产业结构解释的方差变化相对较小． 产业结
构在减少 SO2 方面发挥了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作用

( 见图 7) ，SO2 浓度随人均 GDP 的增加而下降( 见
图 8) ，这表明其已与经济发展脱钩． SO2 来自含硫
物质的燃烧，主要与煤炭燃烧有关． 2003—2016 年，
中国的煤改气政策减少了 31. 3%的工业 SO2 排

放［31］． Zheng You 等［32］研究发现，在产业结构转型
过程中，技术创新是减少 SO2 污染的重要途径．在 6
种空气污染物中，CO 浓度方差变化受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的影响最小． 许多研究［33 -34］发现 CO 的主
要污染来源是交通运输，所以在本文研究中 CO浓度
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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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分析了 2015—2020 年中国空气质量指数
和大气污染物( PM2． 5、PM10、SO2、CO、NO2 和 O3 ) 浓
度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并使用相关分析和随机森林
模型来分析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空气污染的影
响，得到以下结论:

1) 2015—2020年中国的大气污染呈下降趋势，
其中东北和华中地区的下降幅度最大，华南和西北
地区的下降幅度最小．污染物 SO2 浓度下降最多，其
次是 PM2． 5、PM10、CO 和 NO2 浓度; 但 O3 浓度在增
加，特别是在华北和华东地区．

2)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解释了 AQI 变化的
23. 3%，其中产业结构的解释略多． 与 AQI 相比，经
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空气污染物 NO2 和 O3 的解释
较高，而对 PM2． 5、PM10、SO2 和 CO的解释较低．

3) 部分发达地区的空气污染已经与经济发展
脱钩，当人均 GDP 为 115×103 元时曲线出现重要转
折．当产业结构值为 0. 6时产业结构曲线出现，在产
业结构值低于 0． 6时，AQI指数迅速下降．产业结构
调整是目前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并
将在未来继续降低空气污染．

4) 用第三产业取代第二产业是使中国空气污
染与经济发展脱钩的有效方法． 然而，能源结构和
能源使用效率的作用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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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Air
Pollution in China

———Taking the Provincial Data of 2015—2020 as an Example

CHEN Qingyan1，WANG Peng2*
(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Jiujiang Jiangxi 332020，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ovincial data from 2015—2020，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ir quality index ( AQI) and concentration of six atmospheric pollutants ( PM2． 5，PM10，SO2，CO，NO2，and O3 ) are
analyzed，and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China's air pollution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Ｒandom Forest model are elucid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air pollution has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2015 to 2020，with the largest decrease in Northeast China and Central China and the smallest decrease in
South China and Northwest China． Pollutant SO2 concentration decreases the most，followed by PM2． 5，PM10，CO
and NO2． However，the O3 concentration is increasing，especially in North and East Chin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 structure explained 23． 3% of the variance in the AQI in China，with a little more by
industry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the AQI，it is found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explained
higher variance in air polluant NO2 and O3，and lower in PM2． 5，PM10，SO2 and CO． Air pollution in a few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is decoupled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GDP per capita at 115×103 yuan is the turning
point．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 the ratio of the second industry to the tertiary industry) is 0． 6，
below which the AQI began to decrease rapidly． To decouple air pollution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replacing secondary industry with tertiary industry is an effective way． However，the role of energy structure and
energy use efficiency will b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The above findings help to elucidate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n air pollution in China，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management of air pollution．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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